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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通过“双一流”

建设带动各级各类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正成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是一

场中国发起的世界性运动，在中国“985 工程”“双一流”建设的刺激下，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纷纷启动各自的“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计划。其中，东亚地区反应尤其强烈，韩国先后启动了“面向 21 世纪的智力韩国计划（BK21 计划，

1999）”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施方案（WCU 计划，2008）”，日本先后启动了“21 世纪卓越中心计划（COE 

Project，2002）”和“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2014）”，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

都有类似的计划。东亚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政府行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将经济发

展的“奇迹”转化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现代高等教育本质特点是知识创新驱动，现代大学则建立在知识

创新能力之上。从知识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有三个主要的区域知识创新中心：北美地区、西欧地区、东亚

地区。其中，北美地区是世界的知识中心、西欧地区是世界知识次中心、东亚地区仍然处于世界知识的边缘地带。如

何推进东亚地区由世界知识的边缘地带向世界知识次中心转移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期本刊特选编《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的“东亚模式”：政府行为及其局限性》等五篇论文，以期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与关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东亚模式”：

政府行为及其局限性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东亚高等教育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种模式遵

循人为建构逻辑，主张通过有效的战略规划实现卓越之目标。遵循建设逻辑只能产

生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难以形成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哲学意义上

的世界一流大学遵循自然演化的逻辑。

东亚模式  世界一流大学  政府行为  大学排名

摘  要：

关键词：

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东

亚高等教育逐步崛起，尤其是中国通过“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高校的知识创新能力空前提升，国际科技论文

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讨论世界

科技中心的东移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THE

和 QS 的全球大学排名似乎也为高等教育的“东亚模式”提

供了佐证。根据THE 2019 世界大学排名，在TOP100 中，

北美地区占 45 所，欧洲地区占 36 所，东亚地区占 12 所，

大洋洲地区占 6 所。其中，东亚地区 12 所大学的分布是中

国大陆 3 所，香港地区 3 所，日本 2 所，韩国 2 所，新加

坡 2所。根据QS2019 世界大学排名，在TOP100 中，北美

地区占 34 所，欧洲地区占 34 所，东亚地区占 22 所，大洋

洲地区占 8 所。东亚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世界一流

大学是一种奢侈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强烈依赖于国家（地区）经

济发展状况。然而，随着逆全球化的兴起，东亚经济的未

来变得很不明朗，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国际

上宣扬高等教育发展“东亚模式”的声音弱了很多。然而，

不应该因为东亚经济模式面临困难就停止有关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东亚模式”的讨论，而是更应该冷静和批判性地

分析政府行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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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

之日。 

1  什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有人认为这是夸

大其辞，事实上，东亚大学在世界学术版图中依然处于边

缘地位。但无可否认，东亚大学相对于其他亚非拉等发展

中国家的大学，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判断究竟有

没有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就看东亚高等教

育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能否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启示与借鉴。高等教育发展成就与

政府主导的结合显然让人想到东亚国家真是发现了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的“终南捷径”。“东亚模式”也因此成为对

东亚高等教育成就的一种简捷解释。应该说，东亚一流大

学与英美一流大学不同，前者几乎都是在学习和模仿西方

大学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直接设置、管理和拨款，大学直

接服务于国家，政府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方面对这些

大学的支持力度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大学。无论是日本的东

京大学、韩国的首尔大学，还是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政府指定色彩十分浓厚。

要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需要选择

适当的角度进行讨论。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从文化传统上来看，东亚地区有不同于西

方的大学概念。西方主流的大学概念是 3A 原则，即学

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所谓学

术自由，就是“学者可以自由地追随一个观点，而不论其

倒向何方”；所谓学术自治，就是大学办学要排除外部一

切干预（包括政府干预），使大学成为“国中之国”和“独

立王国”；所谓学术中立，强调任何宗教团体和政党不能

插手教育。东亚传统的大学概念与此完全不同。中国本土

的大学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种大学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立德树人。大学的目

的是明明德，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配天地。

二是强调大学的政治目的。大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接受政府

的领导和管制，科举制就将学术系统和政治系统合二为一，

所谓“学而优则仕”。这种政治系统与学术系统交叉融合的

大学概念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得到普遍认同并迅速扩散，甚至

在 17世纪传播到欧洲，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大学概念。

正是这种独特的大学概念塑造了东亚独特的高等教育制度。

事实上，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十分倚重本土的文化传统。

如果“在大学的文化、组织环境中缺失了‘大学’这一概念，

要创建一所大学就会举步维艰；大环境一旦存在建构‘大学’

的蓝图或模式，大学的整个创建过程就会轻而易举”。     

其次，从高等教育治理来看，东亚地区有不同于西方

的治理模式。根据政府与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不同，可以将高等教育治理分为两种基本模式：科层模

式和市场模式。英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是典型的市

场模式，即一流大学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具体地说，英美

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原则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

正如马丁·特罗所言，“各个院校通过在市场上竞争获得

有助于提升学术名望的条件，如学术声誉、著名教授、研

究经费、捐赠等等，从而提高院校地位。在这种地位体系里，

决定一所院校名望和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在上述竞争市场上

的成功与否”。东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治理则是一种科层模

式，即一流大学的产生是政府指定的。具体地说，东亚地

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原则是政府主导的，大学等级是由

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

和资源决定的。其分配方式是政府政策和其他措施的反映，

而政府正是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来控制由其提供经费的院

校的学术地位和生死存亡的。由此可见，与英美发达国家

的高等教育治理不同，政府行为在东亚国家的高等教育治

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东亚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以政

府名义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战略行动。由此可见，

从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治理方式上来看，东亚高等教育发

展确有其特别之处，强调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是

其共同的特点。

2  政府行为与东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

强调政府主导是晚发外生型国家赶超早发内生型国家

的共同选择。与英美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东亚国

家都是晚发外生型国家。尽管东亚地区有本土的大学概念，

但是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都是模仿和借鉴西方大学。当然，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东方式的概念，北京大学陈晓宇教授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学术界探讨“世界一流大学”

比西方学术界早了整整 10 年。进而提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是一场由中国政府和高校发起的世界性运动，是后发国

家高校追赶西方精英大学的竞赛”。这种判断基本符合事实。

实际上，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

纪 50 年代。1954 年，中央政府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6 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大

学，旨在通过重点示范建设带动和促进全国所有大学的发

展。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重点大学增加到 64 所。1981 年，

全国重点大学增加到 90 多所。重点太多等于没有重点。从

1985 年开始，国家决定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 15所大学，这实际上是“211工程”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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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中央政府决定启动“211 工程”建设。1998 年，

中央政府又启动了“985 工程”建设，正式提出了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的目标。2015 年，中央政府决定实施“双一流”

建设。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很强“外溢效应”。当

中国启动“985 工程”建设时，欧洲大陆国家纷纷启动各自

的一流大学建设工程。如德国于 2006 年启动了“卓越大学

计划”，投入资金 19 亿欧元提升大学竞争力；法国于 2011

年启动“卓越计划”，旨在建设 5 ～ 10 所世界一流的研究

型大学；俄罗斯于 2013 年启动“俄罗斯大学竞争力增强计

划”，力争 2020 年前使至少 5 所俄罗斯大学进入世界排名

TOP100。英美国家虽然实行高等教育治理的“市场模式”，

但受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刺激，政府依然加强了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引导。东亚国家和地区反响尤为强烈。

比如，日本于 2002 年实施“21 世纪卓越中心计划”即“21

世纪COE计划”，2014年又启动“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

韩国于 1999 年启动了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面向 21 世纪

的智力韩国计划”即“BK21 计划”，2008 年又公布了“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施方案，即“WCU 计划”，以加

快培育世界级高水平优秀大学。台湾地区于 2006 年启动了

两期“迈向顶尖大学计划”，投资 500 亿新台币，重点支持

12所大学。泰国于2010年启动了国家研究型大学项目（2010

～ 2012），菲律宾于 2010 年启动了公立高等教育改革的路

线图。其中，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和韩国的“WCU

计划”与中国的“985 工程”最为相似。

日本“21世纪COE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COE计划”

的升级版，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与

实施方案。“21 世纪 COE 计划”的政策内容是，自 2002

年后的每一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都会划拨出一批经费，支

持大学设立卓越研究中心。基于第三方评价，重点资助国立、

公立和私立大学的优势学科领域，创设若干个具备世界最

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中心，推动相关大学成为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世界高水平大学。该项计划以学科或领域为单位进

行申请和资助，凡是通过评审并确立卓越研究中心的大学，

日本政府连续五年、每年给予 1000 万日元至 5 亿元不等的

经费资助，两年后进行中期评价，对不合格的研究中心将

停止资助。值得指出的是，该计划旨在培养学科带头人，

提振大学基础科研能力，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可以视为是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种呼应。

受到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大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影响，韩国政府也集中力量强化推进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项

目。2008 年 6 月，韩国教育科技部公布了“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计划”实施方案，这就是著名的“WCU 计划”。根据

该计划，在2008～2012年，韩国政府每年投入1650亿韩元，

此后 5 年内共计 8250 亿韩元，计划到 2012 年使一批高校

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WCU项目是把韩国过去分别独

立进行的 3 个项目合并为 1 个项目，3 个项目分别是：韩国

教育部的“培养世界水准的先导大学项目”、科技部的“培

养世界水准的先导大学项目”和“培养地方研究生院特殊

化领域项目”。“WCU计划”聚焦能推动国家未来发展的

核心领域——包括基础学科中新的专业领域及能创造出新

产业的基础领域，旨在培育新一代的学术研究者，并吸引

大量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的海外学术研究者，推动世界一

流的研究型大学建设。

东亚地区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府行为，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儒家传统大学概念的影响。儒家

大学概念强调大学的政治抱负和使命感，以及学术系统与

政治系统是密不可分的，这为政府对大学的集权控制提供

了合法性支撑。二是晚发外生型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影响。

晚发外生型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强化政府

的统筹职能，集中资源办大事。正是在这种策略的指引下，

政府指定部分大学“优于”其他大学，进行重点支持。

3  “东亚模式”的局限性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

逻辑

“东亚模式”的核心乃是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行

为，将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政府主导结合在一起。然而，

东亚高等教育发展成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特别，其中确

有一些夸大的成分。

首先，从西方的实践来看，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

行为也是其主导模式之一。西方有两种高等教育传统，一

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 - 撒克逊高等教育体系，另一

种是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高等教育体系。前者重视大

学自治以及市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后者强调社会

干预以及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从当前的世界大

学排名来看，盎格鲁 - 撒克逊高等教育体系的成就远在欧

洲大陆高等教育体系之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欧洲大陆高

等教育体系开始向盎格鲁 - 撒克逊高等教育体系学习，开

始淡化政府主导色彩、强化大学自治。

其次，关于东亚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也有一些言过

其实。中国的“985 工程”建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从

知识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最好的大

学每年发表的 SCI 论文还不到 100 篇；2017 年，中国大多

数“985 工程”大学年均发表 SCI 论文数千篇，其中，最多

的一所大学发表 SCI 论文达到了惊人的 10000 篇。然而，

这个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计划经济

时代的中国大学只有教学职能，这只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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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重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强调科教融合，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实质上是科学研究进

入大学并实现体制化的过程。可见，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

成就，是由于我们选择了洪堡开创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

而不是由于内在的、自主的发展。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

的高等教育发展成就也有一些夸大其辞，这主要是拜 QS 和

THE 等大学排名机构所赐。这两个英国大学排名榜强调主

观指标和国际化指标，并不能反映一所大学真实的学术水

平。事实上上海交通大学的ARWU（大学学术排名）强调

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更能反映一所大学在全球学术版图

上的位置。从ARWU 2003 ～ 2018 的数据来看，日本推行

“21 世纪 COE计划”之后，日本TOP100 大学数量是逐年

下降的。2003 年，日本有 5 所大学跻身全球 100 强，2005

年，减少为 4 所，2013 年，进一步减少为 3 所。可见，政

府行为的边际效应在逐年减少。尽管韩国政府推出了雄心

勃勃的“WCU 计划”，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任何一所大

学能够跻身 ARWU100 强。香港地区的大学虽然在 QS 上

表现很抢眼，但是在ARWU上泛善可陈，目前没有任何一

所大学能够跻身100位。事实上，从全球知识创新能力来看，

北美依然处于世界的学术中心，欧洲（含英国）是世界学

术的次中心，东亚地区仍然处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

其实，我并不是想贬低东亚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而

只是反对过于神化“东亚模式”。伴随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

东亚的知识生产状态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中国和新

加坡为例，最近 10 年来，中国近 20% 的年均研发投入增长

速度引人注目。2016 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超过欧盟各成

员国的总和，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研发投入

总额的 21%，研发投入增量占全球增量的 34%。在这种研发

投入强度下，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知识创新能力出现

了井喷现象。2018 年，中国已有 3 所大学跻身 ARWU100

强，追平日本。新加坡也加大了政府投入的力度，2018年，

新加坡也有 2所大学跻身ARWU 100 强。

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事实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理论

上分析“东亚模式”的局限性。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分为两个

层次，一个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一个是哲学意义

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政府主导对于建设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

流大学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建设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

学基本没有帮助。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才是真正的

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中国当前已经不缺乏指标意义上的

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乏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所谓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大学植根于独特的

文化土壤，有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观，有深沉而远大的抱负，

能够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提供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值

得指出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

种遵循自然演化的逻辑，另一种遵循人为建构的逻辑。英

美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是在漫长

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

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演化

逻辑。东亚地区的首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在政府主导下建设而成，

是政府指定、人为设计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人为建构

逻辑。人为建构逻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长时段边际效

应是递减的。大学要走得远、走得长必须遵循自然演化逻辑，

这是组织生命的源泉，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真谛。突破高

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必须结合建设逻辑与演化逻辑，

以建设逻辑创建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以演化逻辑

培育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最终由建设路径过渡到

演化路径。因此，破解高等教育发展“东亚模式”的局限性，

一是要打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容

易造成身份固化，进而影响高等教育体系的活力。要破除身

份固化、激活大学活力，东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要做

战略性调整，要由科层模式走向市场模式。实际上，中国“双

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开放

竞争，充分激发高校建设活力。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蕴含着本土文明的底色。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植根于英国理性主义哲学，追求人类

理智的自由和解放，为人类提供了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的

传统；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植根于德国新人文主义哲学，

致力于追求真理、发展学术，为人类提供了“科研与教学”

相统一的大学模式。东亚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植

根于本土文化，继承儒家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的大学概念。   

（周光礼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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